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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产权问题的现代性语境
洛克思考的重点问题是，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新的境遇下，个体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自由。对他来说，处理财产权问题就是处理自由问题。或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处理财产权问题是为了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处理自由问题。财产权必须被纳入到自由问题中去思考才能够得到切中其本质规定性的理解和诠释。根据这种理解，洛克关切的核心问题乃是“如何实现自由”，而这一问题又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即“如何获得自由”和“如何保障自由”。因此，与上述问题对应，洛克的财产权理论必然也内在地包含着这样两个层次，既要说明“财产权的起源”问题，又要解释“财产权的具体落实”问题。前者具体体现为他在神学背景下依据自然法传统说明财产权是人享有的天赋权利，以及根据自由（劳动）视角对财富转化为私有财产的解释②；后者具体展示为以共同同意或契约的方式引入政治权力和政府，并由其制定各种法律规范以便保证财产权和自由在公民社会中的具体实现和落实。学术界一般认为，英国于１６世纪初叶开始的新航路探索为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１５世纪末叶开始的圈地运动则为即将到来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充分的原始积累和劳动力，而１６４０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１６８８年的“光荣革命”并于次年颁布的《权利法案》，标志着英国真正进入资本主义国家。但若从货币进入流通市场以及市场经济的肇始来看，英国的资本主义早在１５－１６世纪就已经开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施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和麦格弗森（Ｃ．Ｂ．Ｍａｃｐｈｅｒｓｏｎ）等人均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解释１７世纪政治思想的主要框架③。财产权问题的上述现代性特征在黑格尔那里同样得到了显著体现。不过，与洛克不同的是，黑格尔的主要兴趣不在于为社会某一具体的规范性结构做辩护，他的目标在于揭示“社会”在“个体自由发展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④。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具有内在“分裂”（ｅｎｔｚｗｅｉｕｎｇ）本性的人类进步趋势⑤。这种分裂主要表现为原子化的“个人”与伦理共同体之“善”之间存在分裂和矛盾关系，同时也是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完全隔离。张汝沦教授认为：“与卢梭一样，黑格尔是他那个时代对现代性问题最敏感的人。他几乎一走上哲学道路就发现，现代的特征是分裂（ｅｎｔｚｗｅｉｕｎｇ），表现为精神与物质、灵魂与肉体、信仰与理智、自由与必然、理性与感性、才智与自然、存在与非存在、概念与存在、有限与无限的对立。而所有这些分裂，其根源恰恰在于启蒙。启蒙本身就是精神自我分裂或者说自我异化的产物。”并且，张教授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从世界历史的高度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的思想家”，“黑格尔也许是第一个看出现代性其实是一个异质性的文明形态的人。”黑格尔认为，共同体的伦理之善的失落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这将直接导致“社会”（伦理共同体）这一中间环节的被“抛离”，进而导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敌对，最终既损害了国家也威胁到个人权利。因此，黑格尔一生旨在调和现代个体主义（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主体性（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与对共同体和伦理生活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问题①。在一定意义上，黑格尔的财产权理论正在于应对现代性的上述困境。换言之，他对待财产权问题的最大特点在于，把对财产权的分析与对现代性的反思紧密结合起来，并以一种动态的、生成着的辩证视角理解它。黑格尔关于财产问题的论述，乃至他的全部法哲学，均是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内在构成部分，按他本人的说法，它们都是真理实现自身过程的一个环节②。而“真理”在他看来乃是一个“整体”，是自由意志或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就此而言，必须结合自由意志或绝对精神的对象化展开过程去理解，才能真正把握他的财产权理论的实质。这也显示出黑格尔处理财产权问题的独特性。黑格尔由于把时间性和历史性的维度纳入了考察的视角，因此，财产权在他那里就不像在洛克那里那样，是一种单纯的对财产权正当性的论证，它同时也是对既往财产权理论的解释性说明和批判性反思。他对洛克为代表的立足于自然法传统直接论证财产权正当性的做法表示不满，进而把该问题的考察推进到法权研究的高度。黑格尔把财产权问题与法和自由的实现紧密结合起来，认为财产权为个人从自然意义上的人（ｍｅｎｓｃｈ）成长为法权意义上的人格（ｐｅｒｓｏｎ），以及自由意志的现实化和个人主观自由获得实体性的内容所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在他看来，作为自由的“最初的定在”的财产，也有其自身历史性的限制，它必须通过过渡和深入到市民社会、伦理生活以及政治国家中去，即在不断扬弃和超越自身的过程中获得实体性的内容，并获取他人的“承认”（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③。就社会政治哲学史语境而言，依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将洛克处理财产权的进路称之为“自然权利财产论”，黑格尔的进路称之为“法权财产论”。这两种论证财产权的进路都对后来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产生了直接性的影响。洛克对财产权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把财产权看作人所天生具有的一种自然权利，二是把劳动看作获取财产权的正当性根据。洛克基于自然法之上对财产权的正当性论证实际上采取的是一种先验论模式。黑格尔保留了洛克财产权来源上的“劳动－掺入”思想。但他不是从自然权利出发，而是从法权哲学出发，强调自由意志之于财产权的重要性，并把财产权看作契约和协定的产物。黑格尔财产权理论的显著特质之一在于，它经由契约和同意引入了人们之间的相互“承认”问题。尽管“自然权利财产论”和“法权财产论”在论证财产权起源之根据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但无论是洛克还是黑格尔，他们的财产权理论有一个共同的主旨，即论证人类自由的根据及其实现。他们都把财产权看作个人的发展和自由之实现的必要条件。

二、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本质规定
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内生于整个西方社会政治哲学传统之中，但它相对于主流（自由主义传统）财产权理论而言又是一种“异数”。简言之，马克思不像自由主义者或黑格尔那样旨在“证成”（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私有财产权，而是力图“证否”或“证伪”（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它。这种差异，主要根源于他们对“私有财产”的本质之理解不同。自由主义者和黑格尔均把财产权看作个人发展和自由之实现的必要条件，换言之，他们把财产权与人格的实现直接相关联。正是在此意义上，马格利特·简·拉丹认为：“几乎所有的私有财产权理论均涉及到某种程度的人格（ｐｅｒｓｏｎｈｏｏｄ）观念……人格在政治谱系的财产权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①。与此相反，尽管马克思也把私有财产（指“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与人格的实现以及个人的自由联系起来考虑，但他不是要证成它们之间的内在“同一”，而是确证二者间的相互“分离”。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本身就是反人格的。因为，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掌控对无产阶级而言“是摧毁而不是培育了人格”②。马克思说道：“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在私有制范围内，则具有相反的意义。”③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理解上的这一差异，一定程度上也与他们处理私有财产权的路径和语境相关。与自由主义者和黑格尔主要从单纯的政治哲学或法哲学的角度“证成”财产权不同，马克思自《巴黎手稿》（１８４４）之后就把处理私有财产的语境转换为“政治经济学批判”④。这种批判“语境”的转换，并非单纯的思考和研究问题之视角的挪移或变更，而是牵涉到对私有财产批判的存在论基础的重新理解和揭示。具体而言，经由这种存在论基础的重新理解和揭示，马克思就此为资产阶级的财产权批判“奠定了社会历史的基础（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从而使揭示“它的历史性限制真正成为可能”，并进而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关系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的现实基础（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⑤。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⑥，因此，不理解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真实关系，就不可能本质性地把握私有财产的内在规定。而包括国民经济学家在内的自由主义者及黑格尔，恰恰是没有真正理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更没有把具有存在论奠基意义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原则性地区分开来⑦。在马克思看来，进行这种“区分”不仅必需而且至关重要，因为如果私有财产源自于对象化劳动，那么“它就是对象之产品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它有其自身的“自然的基础”（ｎａｔｕｒ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从而表明它是一个永恒的“普遍性的存在”（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但如果私有财产源自于异化劳动，那么它就在一种具体样式的社会劳动中有其自身的“社会的基础”（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从而表明它只是一种“历史性的”和“暂时性的”存在⑧。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不理解这一点，从而通过把它们归诸对象化劳动的自然力量（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的方式，把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自然化和永恒化了，而马克思则历史性地看待私有财产，并把它归诸异化劳动的社会力量（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即社会权力）。根据马克思的解释，作为私有财产之存在论根据的哲学范畴“异化劳动”之背后起支撑性作用的正是“社会生产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直接为“社会历史的批判”（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铺平了道路⑨。由此不难理解，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何以会说“不难看出，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①。对马克思而言，对私有财产之存在论基础的揭示，就是要在经济运动中为整个革命运动确立“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就是对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确证的“对象化劳动”退化为“异化劳动”的内在机制的揭示，就是对劳动与资本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揭示。马克思把私有财产问题的关键理解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分离和对立关系，并在区分“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从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本性去分析考察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他认为，“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必然内在地受资本逻辑的支配，以至于每个人均成为它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增殖的手段。并且，由于资本是“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②，因此，“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实际上就是物相背后的统治、剥削和权力支配关系。可见，与国民经济学家和黑格尔把资本主要理解为“积累起来的劳动”，以及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个人拥有的实体物不同，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对他人劳动的私有权和支配权，把私有财产主要理解为一种“关系”，即“生产关系”，以及形塑生产关系的感性的“社会力量”或“社会权力”。对私有财产之本质理解的上述差异，实际上更与人格关联的个人自由的根据及其实现相关。就思想史的一致性而言，从洛克到黑格尔再到马克思，内在于他们思想当中的一条核心线索是，如何实现和保障个人自由。在私有财产权之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这一认识上，洛克与黑格尔保持高度的一致。洛克把财产权看作个人自由的具体落实和保障的必要条件，黑格尔则把财产或财产权看作“自由的最初的定在”和“人格的定在”③。不过，两人对待私有财产权的处理方式略有差异。洛克把财产权看作人所先天具有的自然权利，并把其终极根据归因于“上帝”。现世的人和其他全部东西都是上帝的创造物，因此也是归属于他的财产。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证依从的是一种“先验论证”的方式，而黑格尔则不同。尽管黑格尔并没有完全抛弃财产权问题上的宗教情节，但他明显地弱化了洛克那里的过分浓重的宗教成分。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的本质根据不应该到“上帝”那里去寻找，而应该把它归结于“人本身”。他认为，“自由意志”和“人格”是财产权的本质根据。财产或财产权是自由意志自身得以展开的媒介或最初实现方式，从终极意义上来说，财产或财产权自身并不是目的，构成终极目的的是“绝对自由”或“具体自由”的最终实现。因此，在黑格尔那里，财产或财产权是一个尚待不断被“扬弃掉”（ａｕｆｈｅｂｅｎ）的东西。有别于洛克依从于“自然权利”去论证财产权的正当性以及它之于个人自由的重要性④，黑格尔从“法权”或自由意志和人格去处理财产权问题。就个人自由的实现而言，马克思并不拒斥“基于个人劳动所得”的私有财产，相反，他认为这种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得以实现的前提要件。马克思要拒绝的是那种“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因为这种私有财产内在地潜含着统治、剥削和压迫他人的“权力支配关系”⑤。并且，马克思拒斥它的理由并非因为他对“私有财产”抱有什么偏见，也不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词语，而是因为在他看来“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构成了无产阶级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障碍”①。马克思由此提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必定要“消灭私有财产”，以及消灭依附于这种财产制度之上的一部分人剥削和压迫大部分人的“权力支配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对马克思而言，私有财产不是人格和自由实现的“必要条件”，而是对它的“摧毁”和“妨碍”。在一定意义上，他甚至把“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理解为资本主义下的主要之“恶”②。正因为如此，在力图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扬弃私有财产既是全面实现人格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对私有财产的这种理解，一定意义上与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下来的“历史性视角”或“历史意识”相关。与自由主义者和古典经济学家通过自然法学说把私有财产权“解释成大自然赋予个人的、不可剥夺的天生权利”，进而将其永恒化和神秘化不同，马克思立足于历史性的视角考察财产权，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不是永恒存在，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并非十分必要的产物，因而是可以废除的”③。有鉴于此，对马克思来说，私有财产权不是尚待被“证成”的东西，而是需要被“证否”或“证伪”的非正当存在。

三、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理论效应
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马克思一方面颠覆和瓦解了国民经济学和自由主义法权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揭示了它们基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上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意识形态虚假性，深化了他对黑格尔法权哲学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理解；另一方面，对私有财产权的批判由于确证了私有财产权的历史性，破除了它的永恒性幻象，从而，在方法论上深化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历史性和批判性的理解；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存在论意义上确证了市民社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源性，既引导“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产生④，又反过来在对私有财产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强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进而通过对私有财产权阶级本性和剥削性权力本质的揭示，把人类解放的目标之一定位于消灭和扬弃私有财产，从而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激进的革命解放传统和阶级斗争定向。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财产权和资本逻辑批判的过程中被逐渐巩固起来，由此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对自由主义财产权理论的批判和超越。但与洛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把财产权理解为人所天生固有的自然权利，以及黑格尔为代表的法哲学家主张财产权是一种奠基于契约论之上的法权理论不同，马克思处理财产权问题的语境是社会政治哲学或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把财产权问题既看作政治和法哲学的问题，又看作经济的问题，以及经济背后的“权力支配、统治和剥削关系”，即社会的问题⑤。就此而言，马克思在财产权问题的处理上所代表的是一种“批判性的路径”，而非“证成性的路径”。并且，对马克思而言，私有财产权不只是一个人在市民社会所享有的“权利”（ｒｉｇｈｔ）问题，而是人之感性力量确证的“权力”（ｐｏｗｅｒ）以及这种“权力”的异化问题⑥。不过，马克思对私有财产权问题的处理也并非完全溢出上述两种证成私有财产权合法性的传统之外。马克思与他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把财产权问题与个人的自由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更准确的说法是，他们思考私有财产问题，实际上是在思考和处理个人自由的根据和如何实现的问题。只不过，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欧洲工业文明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度，其间所呈现出来的诸多弊端和分裂现象愈发显著。这与洛克等人生活的时代有很大不同。这也要求马克思必须把私有财产权问题的处理，置于一个更大和更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智识传统中去。

